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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见死不救罪”的道德化抑或法律化 

黄伯青 

2004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针对海南某医院的见死不救，倡议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

救罪”的文章。时隔几日，《法制日报》随即也有一篇“谨防道德问题法律化”文章对此文給予否定的回

应。两篇文章的相互呼应，再次掀起了有关“见死不救罪”的争论序幕。霎时间，全国各大媒体以及网络

都对“见死不救罪”作出了强烈反应。持肯定意见大有人在，但是持否定意见的也不少。有关“见死不救

罪”——这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的争议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学者和社会大众对此也是各持己

见，彼此之间难以达成共识。 

见死不救是指本人或第三人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有能力救助却采取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行为。见

死不救这一行为具有丰富的内涵，理论界在探讨此问题时，不作区分的一概而论是不可取也是不科学的。

正因为如此，牛头不对马嘴的争议也就时常在争论中出现。我们认为，见死不救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种

是负有救助义务或特定身份的人；另一种是无救助义务或特定身份的人。不管行为人有无特定职责或义

务，只要是见死不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笼统地一刀切都是不科学的。只有具体

问题具体分才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正确做法。负有救助义务或特定身份的人，如果实施了见死不救的行为。

因其违反了法律或先行行为的义务，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是可行，有依据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见死不

救，我们已经在刑法中明文规定。对他们的不作为，完全可以按照玩忽职守罪来追究责任，而毋需刑法另

外设立罪名予以规定，否则将会显得画蛇添足。一则，不利于刑法理论体系的统一，二则更不利于司法实

践的操作，同时也有利于节约立法、司法成本。 

但是，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其他具有特定义务或特殊身份人，譬如丈夫或妻子、亲属或者医生

等这类人员的见死不救行为，在刑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如果他们违法了作为义务，要么是受到道德的谴

责，要么就是纪律处分或者行政处罚等。可以这样说，不作为义务产生的危害性远远大于这些人所受的惩

罚。法律往往渗透一定的道德，同时又是巩固道德的武器，而道德则是法律的重要的精神支柱。毕竟这类

人的见死不救市违背了他们的法定或先行义务。如果对这种现象的处罚还只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是难

以遏制这种现象蔓延的。当道德的力量本身足以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时，自然就不需要法律的介入；但

是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时，就需要法律的干预。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仅仅靠道德的

约束和有限的责任是远远不够的，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冷漠和

怠责行为，因此在我国刑法中增加对此类人员的处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比较而言，对于见死不救争议最多的，还是第二种人。当他们不实施救助行为，应该如何定性？一

方面他们在见死不救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多；另一方面他们又无特定的义务或职责。不管可期待的救助行为

对本人或第三人有无危险，一律予以同样的评价是不可行。对于这类人，我们认为也要一分为二：有危而

不救，此其一；其二，无危而不救。有危而救其本身就是见义勇为，当一个人面临自己有危险的情况下实

施救助是值得赞赏。这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毕竟要一个人做出“损己利人”的行为，从人的

本性和道德层面上来讲，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逾越了道德极限。也许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可

以看见此踪影存在的普遍性。当然，我们并也不否认现阶段具有此高贵品质的圣人的存在。但那毕竟是少

数，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求一般的社会大众，如果我们一味的谴责行为人的道德水平低下，甚至认为他们应

中字体



该受到刑法处罚，这对行为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著名的刑法学家张明楷说过：“法律不应该强人所

难。”即法律不强求不可能的事项或法律不强求任何人履行不可能履行的事项。 

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无危而不救的人就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倡议设立“见死

不救罪”的人对此都持肯定态度。试想，如果只是一般路人，应当或者能够去追究其法律责任吗？见到有

人自杀而未施救者有时不止一两人，难道能将他们都以“见死不救罪”判个几年吗？又如何来判定哪些人

看到或没看到呢？也就是说，泛泛设立“见死不救罪”有可操作性吗？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即便不存在

法理与操作上的障碍，那种试图通过“法制化”而力图使一切问题得到解决的思路也是令人怀疑的。从公

民的权利和法律的关系看，权利是第一位的，法律义务是第二位的。设立“见死不救罪”，就是要求公民

对一件从法律上讲本来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履行额外的义务。依照现代法治理念，公民行为只要不侵害他人

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利益以及公共秩序，就有其天然的存在合理性。设立“见死不救罪”，有违现代法治

精神。再者，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总体性变动，其中利益分化和多元共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

势。一方面，利益的多元化是人的多样性的社会表现形式。同时，作为一种决定性力量，它又要求文化多

元化以及道德多元化。整个人类社会因丰富的多样性而得以发展，否认多元化就意味着阉割社会进步的动

力源。每个人都该有自己关于真、善、美的评价以及道德行为准则，只要其行为没有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危

害，就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法律强制的统一道德规则之约束，更没有理由因此而触犯刑法。否则，我们将会

看到如此现象：人们一碰到类似的事件就会像躲避瘟神一样避而远之。我想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可见

针对此类人的见死不救完全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无需刑法的调整。道德问题法律化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大

众对于道德规范的失望，转而求助于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手段整合道德秩序。然而，“泛法律化”的道德诉

求，就等于由伦理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既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也使国家财力无法能支撑伦理道德

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毕竟，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重振道德离不开道德法

制化，但是，动辄把道德问题司法化，对于中国法治化无疑是一个错误的解读。 

法律是社会的法律，其产生和发展必须以特定的社会为依托；法律又不是万能的，它应当有所为又有

所不为。否则就会陷入认识和行为上的误区。因此，一方面要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恰当借鉴国外关于见危

不救罪的相关立法；同时又要坚决地反对将见死不救不加区分的上升为犯罪。总之，在关于见死不救应不

应定罪这个问题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科学的态度，任何不加分辨地一味主张“应该”或“不应

该”都是不可取的。 

（作者系北师大刑科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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